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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的记者和不道德的媒介

陈绚

摘要

记者道德，它的特点是由记者个体执行的新闻职业规范，并通过其“良心、良知”

反思进行和完成的约束。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媒介道德是群体道德的一种）应该区分

开，虽然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二者间的差异，用个体道德去规范群体

行为，或反过来仅用群体道德要求个体，都可能造成道德的沦丧，更无助于解决社会问

题和消除社会不公正。我们目前倡导新闻伦理，但又面临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主要原

因是没有看到这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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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Reporters and Immoral Media

CHEN Xuan

Abstract
Reporters’ moral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journalistic morality performed by 

the reporters themselves, and constraints completed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conscience, 

intuitive knowledge”.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group morality(media morality included in group 

morality) should be drawn a line even though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each other. If we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groups base on the standard of individual morality instead of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t could lead to moral decay, let alone social problems solving and 

social injustice eliminating, vice versa. The ignora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two kinds of morals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lemma we meet currently of journalism ethics advocating and a 

variety of journalism eth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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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新闻伦理问题不断发生的根源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基本概念”和

基本的“行动参照框架”,即使有，这个框架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媒介业态

和新闻人心态脱节的，即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约束力的无效性与操作处于失灵状态。

这种情况即：“只要行为理论不提出一种强烈的、普遍实用的要求和把这种要求变

为现实，行为理论就永远是一种没有加以解释的诸种概念的大杂烩：行为理论必须

重建普遍的和必要的交往前提，即重建以相互谅解为定向的行动的普遍结构和社会

化的主体的全面行为能力。”(尤尔根·哈贝马斯,2013)

我们这里所称的新闻道德是什么？有人认为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记者道

德，它的特点是由记者个体执行的新闻职业规范，并通过其“良心、良知”反思进

行和完成的约束。另一个层面是媒介道德，这里的媒介道德主体当然不可能是媒介

这种物理载体，指的是在媒介从业的人员集合体，即群体。

一

与个体的“道德”相比较，社会群体（包括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当然也

包括媒体组织、媒介集合体等）却主要表现出利已的倾向，因为群体的利已主义和

个体的利已主义纠缠在一起就只能表现为一种群体自私形式。群体之间关系的基础

是群体利益和权力，个体在处理群体问题时不可能为其他群体而牺牲本群体的利

益，个体的无私冲动因此在群体中受到了抑制。(莱茵霍德尔·尼布尔,2009)因此，

对记者来说是可以谈道德，也可能遵守道德的，而群体则无所谓道德。这是因为

“人的本性中有自私与非自私两种冲动。一方面，人的生命能量力图永久地保存自

己，并且力图按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自己，这种自私的自然冲动主要表现为生存意

志、权力意志和自我维护。但另一方面，人是唯一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他

的理性赋予了他一种超越自我生命永恒性的能力，促使他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

和谐。因此，人不仅同低等动物一样具有群体生活的冲动，还有一种同情他人的特

殊冲动，有时甚至可能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为他人牺牲自己。”(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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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尔·尼布尔,2009)

这就能解释目前新闻职业伦理的问题所在了。中国新闻伦理问题主要是媒介的

不道德。笔者在数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过中国主流媒体的腐败现象。“主流媒

体”这个名分是“天生”的，有些“主流媒体”就是做得不好，也不会失去这个名

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可以毫不压抑“媒介集团”的利益，并向市场攫取。

往回看，在“文革十年”中，因为有“行政权力”的干预，媒介凭借自身的“话语

优势”和“行政权”背景，将传播内容按自己的意志随意摆弄，把一切价值按照自

己的需要任意颠倒。在它面前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客观的价值标准，媒介嘲弄价

值、曲解事实、杜撰历史的行为，为培养国民不良的性格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一些睿智和有民族责任感的思想家深感我们民族因“左”祸

导致的人性扭曲和价值失范，试图为民族文化和道德的康复做一些工作，这就有了

当时思想界的两个举动：一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二是呼吁反思“文

革”，全民忏悔。遗憾的是，非但这两项工作都未能进行下去，中国的新闻界更是

无太多“反思”之意，而是以“媒介也是受极左思想干扰，也是受害者”这种说法

为挡箭牌一推了之。因此，媒体在文革中积淀的一些反人性、无理性甚至无法无天

的因素，传播意识形态中一些翻云覆雨、混淆视听的习惯，新闻人人格中一些不顾

事实、指鹿为马的品质被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

“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体有行政的约束而无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后，媒体

只是在原有的行政约束下又增加了一些法律的约束，但依然没有完善的道德约束机

制。于是那些在旧体制中隐含的恶，又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一些丧失媒介职业人

尊严的事、损失媒介信誉的事时有发生，并不断刷新纪录。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媒介丑闻会导致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危机，甚至导致媒介的倒闭和垮台；但是在

我们国家这些媒体却因为与政府这种“绑定”的关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

船”。一些造假受贿的新闻人，只要能够对媒介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说清楚，不管犯

错的原因在公众看来是多么不可原谅，都有可能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概念的

遮蔽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后计划经济体制”奉行“抓老鼠”的哲学——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大家

各显神通，从有记者干敲诈勒索的勾当，到向广告客户发布虚假收视率，再到行使

不正当竞争行为攻击竞争对手。媒介市场没了规矩，只有待分食的蛋糕。过去在

“阶级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有些媒体人人性中倚仗行政权不可一世的一面，现在改

头换面地出现在市场竞争之中。赤裸裸地向人们展现优越：主流媒体占据着垄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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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国媒介记者的行为角色以及对规范的遵守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占据

统治地位的人（对媒体来说，就是那些主流媒体）总是掌握着话语的导向，并且用

一种标准，即权力者的意志评价行为和调节冲突。在集体主义提倡的掩盖下，应该

由个人承担责任代替由共同承担责任，最后便出现有“危害”无“责任”的状况。

“社会中基于地区与职业的不同所造成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哲学

和政治态度，人的善良意志与理性只能部分地去调和这些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政治态

度，而不能将其完全消除。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所实现的统一，或者在这些社会

群体的联合中所实现的统一，基本上是靠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有能力在其他群体中强

加其意志来达到的。”(莱茵霍德尔·尼布尔,2009)

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是应该严格区分开的，虽然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如果不能

正确认识二者间的差异，用个体道德去规范群体行为，或反过来仅用群体道德要求

个体，都可能造成道德的沦丧，更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公正。

我们目前提倡的新闻伦理正是没有看到这二者的区别而对面临的各种复杂而混

乱的媒介伦理问题束手无策，虽然不断地出台规范或拿出解决方案，但收效甚微。

文明合理的媒介制度，职业道德规范是经过广泛而充分的讨论，被结构化并被

植入记者的价值观层面，媒介权、传播权与机构的当权者相对脱离，用发达的传统

的道德调节冲突，由个人的良知与社会的舆论发挥惩罚作用。

二

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而“政治都是良知与权力交战的领域，是人类生活中伦

理与强制的因素相互渗透与暂时调和的领域。”“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其最高证明

就是它能够认识到人的意志的不自由。”(莱茵霍尔德·尼布尔,2011)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呼唤理性，但“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既能服务于善，

又能服务于恶。理性的一种恶的应用就是把一致性强加于现实之上，凡不符合一致

性规律的就会被当作不真实而加以拒绝。理性的另一种恶的应用是建立起一种虚假

的可靠性，从而使人背离超越理性检验的信仰。”(莱茵霍尔德·尼布尔,2011)基于

这个认识，道德认识体系起作用的良心和名誉也是有真假对错的。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媒体是不是只要是奉命报道便无“罪过”，也无所谓

需要受到“良心谴责”，无需反思。欧洲曾经的国家东德的档案中，1973年10月1

日一份七页长的执勤指示写道：“对使用射击武器，不要犹豫不决，即使有妇女儿

童突破边境时也一样，因为叛国分子经常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一指令下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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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情报部门特种部队，其成员的公开面貌是边防士兵，任务是防止边防士兵越

境逃往西方。 早在1961年8月18日，即柏林墙建成后不到一个星期，当时的西柏林

市市长、后来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勃兰特就呼吁东德士兵不要对越境的

同胞开枪，但开枪的事还是一再发生，直至柏林墙被推倒（1989年11月9日）前的

9个月，仍有一名东德公民在越境时被杀。 东西德统一后，联邦德国的法庭审判曾

经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因为他们开枪打死了许多企图翻越柏林墙到西德的东德

人。在法庭讨论有罪无罪时，其中一名士兵辩解说，我没有罪，我只是在执行上级

的命令。这名士兵最后被判有罪，原因是：法官说，你的确是在执行命令，但是，

在面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越境者的时候，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寸。

法官认为，守卫应服膺比上级命令更高一层、属于良知上的戒律。这种观点要

成立的前提是人类良知上的戒律是相似的。可是，如果吃民主德国奶水长大的这些

年轻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教条，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守卫者，是东德社会制度的保

卫者，认为本来就该射杀企图越墙的人，这些年轻人纯粹是“尽忠职守”，那么，

他们该因他们服从军事纪律命令的行为被惩罚吗？这么看来，“人性皆有的良知”

这个论点似乎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熊秉元,2014)；或者说，这个杀人士兵所服从的

良知是错的、假的。

同理，自从有了新闻传播活动，“新闻必须真实客观”就成为新闻从业者不变

的信条，也是新闻传播活动实现其一系列社会功能的前提。这也是新闻伦理的根

本。

新闻真实，是指新闻对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如实报道，做到完全符合事实的

本来面目。真实性作为新闻的基本属性，是由新闻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广大读

者的要求，也是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传播媒介取信于民的生命所系。“这个国

家不正是大家的国家吗？我们用真实架一座桥，让言说者不空谈，让主事者不麻

木，让刚烈者不偏激，让脆弱者不沉沦。”(南方周末,2004)

真实的报道信息，传播信息就是我们记者的道德，也是我们的新闻理想。“在

本专业谋发展，作贡献，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中国梦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远大抱

负、行业愿景和实现方式。具体说，我心目中的新闻理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从业宗旨，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需求为新闻

使命，以客观、真实、公正为职业规范，……”(童兵,2014)

但是，回顾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的新闻事业历史及其实施的管

制（党管新闻），对新闻媒体来说是有纪律要求，无新闻伦理规范。也就是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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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是严明的，但对新闻伦理并无特别强调。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由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中国新闻媒体讲

党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十分重视新闻工作，把新闻工作看作十分重要

的革命工具，认为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早在1925年12

月5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十分明确地说：“为什么出版《政治

周报》？为了革命。”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确定了党报是党和政府组织的喉

舌，是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

也明确地说：“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领导的新闻媒介在革命战争年代

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也十分重视新闻工作的耳目喉舌功能。江泽民1989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

讨班上讲话：“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

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

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谈到新闻改革时特别指出：“改

革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新闻更好地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对媒体的管制主要体现在批评报道方面。中国媒体一直提倡正面报

道和舆论导向。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

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江

泽民,1994)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两年后，他在视察

《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

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人民网,2008)对舆论导向观点的实

践，有学者将它们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

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

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

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

(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

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陈力丹,2002)显然，新闻纪律要求是以一党一政府

的利益设定，与道德良知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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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都深知和亲历着中国新闻伦理与法治环境的复杂性，有意义的思考或有价

值的探索应该是理论层面的。我们不仅仅需要一般地讨论一事一案例的好恶，用脑

力计算其中对社会的利害得失；更不用也不需要情绪化评价事件或告诫谁。我们是

要付诸行动，为中国新闻伦理与媒介环境及其制度的优良化贡献自己的思想。“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句空话，是时刻鞭策我们研究探索的动力。无论资本主义

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社会和制度存在，都是需要学习完善和进步的。

制度完善的过程即地化式的学习过程。“对任何能够描述的社会系统来说，只

要它的内容结构和它同环境的交换关系能够充分地被把握和分析，它就能表现出一

大堆难以解决的控制问题。这些控制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引起结构上受限制的控

制能力的进化上的发展。”(尤尔根·哈贝马斯,2013)我们可以用功能主义的观点来

将之理解为特殊的局部系统在更高层次上的分和合。“分的过程当然不允许同进化

过程等同看待。分的过程可以是进化过程的象征，但同样也可以是急速驶入进化的

死胡同的原因（如专制或官僚）。”(尤尔根·哈贝马斯,2013)只有合是正能量的，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的发展等同于复合性的增加，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用形态学上不

同的要领描写自然的进化。

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媒介在“分”路上不断前行。回顾新闻发展历史，

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

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起到了直接的影

响，导致中央改变了对新闻批评的态度和政策。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就目前从

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

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

设发展的需要，目前已具备取消中宣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有利时机、条件和

必要性。”(靖鸣,2008)但事实上，这条纪律至今都没有明确取消。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新闻媒体只是作为依附于党和政府的“单位”，党和政

府作为媒体的最高和唯一领导者，媒体只要听从党和政府的指示做宣传和新闻传播

工作。这种家长式的管制使媒体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也不可能有担当。在

文化大革命中，媒体撒了弥天大谎，犯了助纣为虐的大错，为祸国人十余年。文革

结束后，各行各业都在反思，唯在新闻媒介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反思过，而以轻

描淡写的表白替代：新闻媒介不需要反思，文革是党和政府犯的错误，新闻媒介只

是照指示行事而已。仔细思考，这种说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既然媒介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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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行为能力，有监护者管理者，媒介只是遵从和依附党政权力部门而已，又怎

么可能对媒体有更多的要求呢。管理者没有给新闻媒介制订道德规范，只有纪律要

求，因此，媒体从来也没有道德层面的约束，有的只是遵守党和政府制定的新闻工

作指示而已。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因为新闻媒介在文革中为恶而反思过，因此也不

可能有进步。

中国媒介的进步应该伴随着制度层面的良善转变发生。需要通过反思相关问题

进行。遵守的新闻纪律基本上都是与伦理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我们都知道，伦理学

有个著名的原则就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新闻伦理也适用“无知之幕”假说，

目的在于排除特权或特殊信息，以此发展出一种人人能普遍同意的道德学说。社会

正义不同意基于某些制度化特征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利的情况，“无知之幕”

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无知之幕”原则意在保障社会中所有人的自由平等。任何

社会制度背景中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那些在“交易”中占便宜的现象，但立足于道

德层面上的“社会正义观”不应该承认。“为了把正义原则理智地运用于迫切的正

义问题，根据需要决定信息的公布。同时，任何有可能招致偏好和歪曲的知识，以

及会使人们相互对立的知识都应该被排除。”(约翰·罗尔斯,1988)无知之幕的结果

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既然我们都实际拥有同样的信息，都不知道自己的特

征，我们就都会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推理。但这样的个人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

象个人，他们具有实在的本质，这一本质不仅独立于而且优先于他们的各种偶然性

特征。(约翰·罗尔斯,1988)因此，上述媒介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政策是有违伦理基

本原则的，新闻媒介对位高权重者噤声也是不符合新闻伦理的。位至国家总统、主

席的人也有可能犯错误，作为公权力人物，他们犯错误对社会的危害更严重，因此

更需要监督。我国目前反腐的成果也说明了，因此前长期缺乏此类监督，才使公权

力人物腐败如此严重。

“进化的说明必须以类的行为表现和突变机制为根据，我们应该相应地在社会

进化的层次上，在控制问题的解决和作为基础的学习机制之间进行区别。我们可以

借助于学习机制来说明，为什么某些系统为它们的控制总是找到了进化上不断发展

的解决办法，而另一些系统则在进化性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尤尔根·哈贝马

斯,2013)

我们也都清楚，目前职业道德的滑坡，不是一报一记者的特例，而是普遍现

象。根源在哪里，我们也都明了。如果我们媒介不改变“权（官）本位”的状况，

不尊重新闻规律，估计一些超越职业道德底线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媒介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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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一再告急。有篇题为“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媒体

恳谈会”引起人们关注。新任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称：推动作风建设

取得实效，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媒体。他希望媒体真正树立起一个理念：坐南朝

北，站在政府立场考察民意；坐北朝南，站在百姓立场监督政府。王雁飞诚恳地希

望：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

(网易新闻,2015)。这只是从一个浅层次认识了我国新闻存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更

为深刻的认识和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闻历史表明，新闻道德问题并不是靠管理部门发个通知，

昭示个规定就能解决的。有偿新闻禁止了30年，现在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

根源何在？笔者认为首先是前述第一个层面的媒介伦理问题没有解决，记者作为个

体缺乏一个让道德自律发挥作用的土壤环境。这个问题在此不详述，可与下述第四

点结合起来思考。第二，中国新闻从业者没有建立起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认知和自律

机制。怎么理解，我们可以解释如下：

记者伦理是“内化于新闻传播主体的品格、习性和意向之中，又通过其言行表

现出来，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规范性调节体系。”(陈绚,2012)这

里的伦理规范内化过程即是认知；又通过言行表现出来即是指自律机制发生作用的

表现。

我们要认识到新闻伦理为记者之所是，即所谓记者之为记者的内在规定性。这

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个体的与类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记者，还是作为“类的”记

者，能够配称为记者的，核心就在于有新闻伦理这样一种存在样式，或者说形式。

虽然记者是以自然人作为前提的，但自然人本身并不能自然成为记者，记者是其所

是，有其质的规定性，理性的实践能力，反指向记者精神世界及其现实化，就是现

实的新闻职业伦理。

另一方面，伦理在传播活动中以各种规范要求方式具体化，这些具体化了的新

闻职业伦理规范要求，是自新闻记者成为职业以来传承过程中，作为“类的”集体

无意识传承而来的，这也就是康德所述的先验综合判断之真实意蕴。在这先验综合

判断中，隐藏着人们对于记者之所以是的认识和积淀。

伦理使记者以“新闻人”的方式而不是以自然人的方式存在着，这就意味着新

闻伦理使记者超越了自然人或社会上的普通人，或者说，新闻伦理标识着记者超越

普通人的努力和结晶，标识的是“类”存在关系，但不是一般的关系，是经过反思

的关系。记者源于自然人的职业群体，经过反思形成自我约束与规范，整合进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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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存在的社会秩序之中。作为个体的记者，经过反思，认识自身存在的现实价

值，并努力践行，追求精神理想和目标的实现。这种精神理想和目标可以是信息的

自由传递，也可以是社会的正义诉求实现；最低的目标也可以是本本分分地做真实

事件的报道者。无论是作为类的“新闻人”，还是作为单个的记者的这种反思性关

系，都标识着记者的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特质。因此，新闻伦理关系也是马克思主

义所揭示的“精神关系”。而“精神关系”只存在于精神主体中，超越精神的群体

作为“类”便无所谓“道德”了。

（责任编辑：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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